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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鄉村社會的家庭互聯網採納現象應受到學界更多關注。本研究

試圖通過構建結構方程模型來解釋中國大陸鄉村居民的家庭互聯網採

納。通過對湖北鄉村地區480名受訪者的問卷調查，本研究證實了「知

識」變數在鄉村家庭互聯網採納過程中的關鍵性作用。互聯網在中國鄉

村社會的低採納率直接受制于鄉村居民關於互聯網過低水準的知識。

然而，知識變數通過「態度」而對家庭互聯網採納的間接影響並不顯

著。儘管態度受到知識的顯著正面影響，但其在鄉村家庭互聯網採納

過程中的影響卻遠低於後者。本研究還支援了「大眾媒介使用影響到受

眾所擁有的互聯網知識」的論斷。

關鍵詞：互聯網、中國鄉村、知識、態度、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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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me Internet adoption in rural societies deserves more attention. Through 

a survey of 480 rural residents in a typical central China province, this study 

supports the central role of knowledge in the adoption process. Results show 

that the low adoption rate of the Internet in rural China is directly caused by 

people’s low levels of knowledge about the Internet. Although attitude is posi-

tively influenced by knowledge, the former plays a weaker role than the latter 

in rural residents’ adoption of the Internet. This is why people with minimum 

Internet knowledge would not adopt the Internet even if they have a relatively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it. In addition, this study has supported the contributing 

effects of mass media use on the acquisition of Internet knowledge. Implica-

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study are discussed.

Keywords: Internet, rural China, knowledge, attitude, ad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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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剛剛過去的十餘年歷史見證了各種新興的資訊傳播技術（informa- 

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ICTs）快速進入中國人日常生活領
域的社會景象。有關各種新興資訊傳播科技，如呼叫器、移動電話、
有線電視、數位電視、電腦及互聯網等為中國人採納和使用的現象，
已引起部分學者關注，並積累了不少實證性研究文獻（如：金兼斌，
2000，2001，2002；祝建華與何舟，2002；Zhu & He, 2002a, 2002b；
周裕瓊，2003；郭良，2003；北京市資訊化工作辦公室，2005；Giese, 

2003；Harwit, 2004；等）。然而，上述研究皆在中國城市社會或城鎮
區域展開，即便少數關涉鄉村地區的研究，其關注的焦點，更多指向
宏觀層面的數位鴻溝問題（如北京市資訊化工作辦公室，2005；Giese, 

2003；Harwit, 2004；等）。中國互聯網路資訊中心（China Internet Net- 

work Information Center，CNNIC）自1997年來亦從事每年兩度的互聯
網發展狀況調查，但其並不涉及鄉村地區 1

 的互聯網採納與使用；儘管
CNNIC（2007）於2007年9月7日首次發佈了《2007年中國農村互聯網
調查報告》，並在此後陸續發佈2008年的統計報告（CNNIC，2008），
但該報告僅對互聯網在中國鄉村發展的宏觀狀況予以描述，並未對鄉
村互聯網採納的過程和內在機制給予深入解釋。

種種資訊傳播技術在鄉村社會的廣泛普及，造就了「資訊中下階
層」（邱林川，2008）的出現與迅速成長，其中尤為值得關注者，當屬手
機和互聯網兩種資訊傳播科技。既有研究（張明新、韋路，2006；Wei 

& Zhang, 2008a；等）表明，在當前我國鄉村地區，手機普及率已接近
其擴散的飽和點，不論是城鄉之間抑或地域之間，差別已不甚顯著。
至於互聯網，正如相關文獻（CNNIC，2007；強月新、張明新，2008；
等）所揭示的，在鄉村地區網吧上網和家庭上網作為兩種重要的上網形
式，不論在上網決策過程、上網成本、線民主體、社會影響等各個層
面，皆有極大差異。由於互聯網兼具所有現有媒體之功能，可滿足人
們多方面需要，包括娛樂、教育、資訊傳播等，較之於網吧上網，人
們家庭上網可能出於諸多不同的考量（如各種實用目的、負面影響
等），且有多種社會、家庭、以及決策者（如家長）個體層面的因素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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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金兼斌，2001）。此外，在當前中國大陸的鄉村地區，互聯網的
擴散態勢，已然處於快速發展的階段，而不論城鄉還是不同地域之
間，皆呈現出巨大落差（CNNIC，2008）。緣此，探索鄉村地區家庭互
聯網採納，可增進學界對於家庭層面科技創新採納的理解與認知，亦
有助於揭示欠發達地區人們互動性創新傳播科技採用的潛在機制。

儘管在上個世紀末，基於收入和教育水準、以及地理方位的數字
鴻溝研究已明顯減少，不可否認的是，由於經濟因素的差距而導致 

人們互聯網接入上的差距，從而導致不同的群體成為資訊富有者
（information haves）和資訊貧困者（information have-nots）（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NTIA, 2000）。近來
的經驗研究亦表明，人們對於互聯網接入和使用的不同，的確存在着
令人憂慮的政治與社會意涵，比如導致人們在政治知識獲取和政治參
與上的鴻溝（Wei, 2007; Wei & Hindman, 2007）。鑒於中國大陸鄉村社
會的互聯網接入水準迄今仍極為有限（Zhang, 2006），故「鄉村居民」2

 

的互聯網採納行為及其影響，特別值得學界關注。
除了上述實踐意義之外，本研究試圖就「互聯網知識」（Internet 

knowledge）概念的探討引起學界注意。儘管在過往研究中此一概念時
有出現，但往往與其他概念如「網路自我效能感」（Internet self-efficacy）
等混淆在一起。研究者甚至用知識來測量自我效能感。我們發現， 

迄今極少有研究者以知識作為獨立的概念結構來檢驗其在互聯網採 

納過程中的影響（Giese, 2003；韋路、張明新，2008；Wei & Zhang, 

2008b等）。
本研究將「知識」概念納入進一個鄉村社會家庭互聯網採納的理論

結構中。特別的，我們關注以下問題：在鄉村居民家庭互聯網採納過
程中，互聯網知識的直接和間接影響分別如何？鄉村居民對互聯網的
總體態度是否作為中間變數改變着知識對於互聯網採納的影響？人們
的媒介使用和人際交往是否影響着其互聯網知識和對互聯網的態度？
我們試圖對上述問題做出一個初步性的回答。

理論框架

互聯網作為人類傳媒技術發展歷史上的一種創新，在理論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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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解釋欠發達鄉村地區居民家庭互聯網採納現象之目的，此前有關
新技術、新事物或新產品的採用意向／採用研究的理論或結論，可作為
本研究之基礎。在此意義上，經典的「計劃行為理論」（Fishbein & 

Ajzen, 1975）、「技術接受模型」（Davis, 1989）、「創新擴散論」（Rogers, 

1995）、「社會認知理論」（Compeau & Higgins, 1995a, 1995b）等，皆在
理論模型建構、研究設計、變數測量等多個層面為本研究提供了不可
多得的借鑒。然而，本研究所探討的，為我國鄉村居民的互聯網採納
情形，其採納決策過程往往是在「家庭」層面上做出，更多仰賴於「家
長」決策。眾所周知，在中國大陸鄉村，家長往往是年歲頗大、學歷較
低的男性家庭成員。此外，在考慮到當前我國農村居民的互聯網採納
時，一個不容忽視的關鍵在於，「家長」關於電腦和網路的知識 —無
論是關於硬體的還是軟體的— 相關調查已發現是頗為貧乏的

（CNNIC, 2007, 2008）。
過往實證研究表明，「知識」於各式各樣的人類行為密切關聯，尤

其是當涉及到新興的科學技術和新產品的採納行為之時（Delli Carpini 

& Keeter, 1996; Rosenstone & Hansen, 1993; Verba et al., 1997; Wei & 

Zhang, 2008b）。正如Wei與Zhang（2008b）所指出的，知識作為一個擁
有着足夠信度和效度的重要概念，其在技術接受過程中的作用，尚未
得到學者們充分的檢視。「社會學習理論」作為理解人們新技術採用的
一個理論視角，亦表明「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等，實則與（潛在）
採用者的知識有着莫大的關聯（Wei & Zhang, 2008b）。在此意義上，本
研究選擇在人們對於互聯網的知識和技能的了解和掌握較為欠缺的中
國大陸鄉村地區實施研究，檢視「知識」對於「家長」在家庭層面決策採
用互聯網的可能影響，並探尋這種影響發生的潛在機制。當然，作為
對「知識」這一可能的影響因素的補充，為了將「社會規範」、「社會網
路」、「感知流行」等諸多關乎個體心理和感受層面的概念整合進本研究
的框架，我們使用「對互聯網的態度」這一變數來表達，並使用探索性
手法初步檢驗「知識」與「態度」間的關係。

I. 知識
「知識」是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一個關鍵概念。比如有關「知識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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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gap）的文獻表明，擁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的人將會比擁有較低社會經濟地位的人更快地獲取政治和
科技知識（Tichenor et al., 1970）。這些研究的基本假定是：知識直接影
響到人們的各種社會參與行為，而這一假定亦得到眾多實證研究的支
持（Delli Carpini & Keeter, 1996; Rosenstone & Hansen, 1993; Verba et 

al., 1997）。
然而，至於知識在人們技術採納過程中的作用，卻並未得到研究

者的足夠重視。比如，「互聯網知識」（Internet knowledge）和「互聯網自
我效能感」（Internet self-efficacy）兩個概念便容易為人們所混淆。雖然

「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是一個與「知識」密切相關的概念，在技術
接受與使用研究領域受到廣泛關注，但這兩個概念有着本質的不同。

「自我效能感」指個人所擁有的一種「生發性能力，依靠這種能力，個 

體可將自我的認知、社會和行為技能有效整合，並運用於各種行為以
實現不同的目的」（Bandura, 1986: 391）。換言之，自我效能感是個人對
自我擁有完成特定工作所必須的能力的一種信念（Bandura, 1997），這
些信念有助於預測個體此後在特定工作中的參與程度。眾多研究

（Compeau & Higgins, 1995a; Fenech, 1998; Hartzel, 2003; Hill et al., 

1987; Igbaria & Iivari, 1995; Vankatesh & Davis, 1996; Lam & Lee, 2006）
已證實自我效能感是技術接受與使用的顯著預測變數。

「知識」則與之不同，是個人對某一特定技術的知曉程度，及其對
這種技術的各種功能的了解（Potosky, 2007）。知識與自我效能感之間
的關係十分清楚：人們對某一技術所擁有的知識越多，他們對該技術
所持有的自我效能感就越強。過往研究已發現，「知識」不僅是實現更
高層面學習（higher order learning）的一個必要條件（Ackerman, 1987; 

Anderson, 1982），也是人們對技術產生自我效能感的一個先決因素
（antecedent）（Martocchio & Dulebohn, 1994）。在電腦自我效能感研究
領域，Potosky（2002）也發現受訪者自我評價的有關電腦的知識，正面
影響了其在後續培訓專案中的自我效能感。

關於知識在採納過程中的作用，過往研究已提供了一些初步的證
據。比如，Abdul-Gader & Kozar（1995）研究發現，組織決策者的互聯
網知識和互聯網使用經驗與其對於資訊技術的疏離信念（alien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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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iefs）和態度都密切相關。兩位學者的這一探索性跨國比較研究還顯
示，不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一旦組織決策者對電腦的疏
離感強，他們便傾向於以不購買電腦的方式拒絕採納各種資訊技術。
此外，Montealegre（1999）通過對四個拉丁美洲國家互聯網採納的研
究，提出了適用於欠發達國家資訊技術採納的「制度幹預的時序模
型」，而知識變數在這一模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通過對上述文獻的研討，我們有理由認為，農村居民有關互聯網
的知識將影響到其家庭對互聯網的採納，由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由鄉村居民的互聯網知識可預測其家庭互聯網採納。

II. 態度

「態度」是另一個影響人們技術採納過程的關鍵性變數。Culpan

（1995）認為，不論技術如何先進發達、能力如何強大，其效能的發揮
與否仍要取決於用戶是否對其懷有正面的態度。

態度可被視為個體對特定客體的感受及其反映傾向。Gibson et al.

（1991: 70）將態度定義為個體「通過學習或自我經驗而獲得的正面或負
面的感受或精神準備狀態，這種感受或狀態將影響到其對特定的人、
事和情景的反應」。

過往研究已發現，態度在中國人的互聯網採納過程中起着重要作
用。比如金兼斌（2002）通過對杭州市859個家庭的調查發現，在態度、
行為、社會和人口統計學等諸多變數中，個人對互聯網的態度對其互
聯網「採納願望」和「採納可能」皆有最大影響力。

至於有關技術的知識和態度之間的關係，既有研究關注較多的是
知識對自我效能感 —態度中的認知層面—的影響（Thompson et 

al., 1991）。前已述及，人們有關技術的知識，可顯著正向預測其自我
效能感，由此，知識應對人們對技術的總體態度有着顯著的正向影
響。由於個體、尤其是鄉村居民，在採納互聯網之前，對其所持有的
往往是一個總體態度（general attitude），而非基於特定任務的自我效能
信念（task-specific self-efficacy beliefs），前者對於我們理解人們的互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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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採納過程更有意義，後者則更有助於我們解釋人們的互聯網使用

（use）。
過往研究指出，人們對於電腦的態度實際上包含着多個維度（Loyd 

& Loyd, 1985），如電腦焦慮感（anxiety）、電腦自信心（confidence）、電
腦喜愛性（liking）和電腦有用性感知（usefulness）。換言之，態度是一
個由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感知樂趣、自我效能感等多個層面所
組成的「構念」（construct）。儘管此前許多研究曾探討態度這一構念中
的一個或數個維度在技術接受過程中的影響，但鮮有研究涉及人們的
總體態度。本文認為，基於對互聯網的少量知識，鄉村居民對於互聯
網的總體態度，而非某個層面或維度的特定態度，可能對其互聯網採
納過程有着更大影響。我們有理由推斷，鑒於鄉村居民對於互聯網的
知識可能頗為有限（CNNIC, 2007, 2008），他們不可能對互聯網形成某
個具體層面的態度。本研究的中心問題，故在於探討鄉村居民對於互
聯網的總體知識、總體態度及其互聯網採納的關係。

Abdul-Gader & Kozar（1995）研究發現，在組織情景中，決策者的
電腦知識與其對資訊技術的疏離信念之間顯著關聯。家庭互聯網採納
與組織互聯網採納有着類似之處，故我們有理由認為，家庭決策者關
於互聯網的知識應可預測其對互聯網的態度。

鑒於當前中國鄉村社會的互聯網擴散率還比較低（Zhang, 2006），
本研究關注鄉村居民的互聯網知識對於其對互聯網總體態度的可能影
響，及這種影響對於最終的家庭互聯網採納行為的作用。由此以下假
設被發展出來：

假設2：由鄉村居民對互聯網的總體態度可預測其家庭互聯網採
納。

假設3：由鄉村居民的互聯網知識可預測其對互聯網的總體態 

度。

III. 採納

「互聯網採納」（adoption of the Internet）是本研究中的因變數。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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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擁有家庭電腦是家庭上網的先決條件，故我們也將電腦採納
（adoption of computer）作為測量互聯網採納的一個部分。「採納」一般
而言要麼被操作化為二分的「採納」和「拒絕」，要麼被操作化為包括創
新者、早期採納者、早期大多數、晚期大多數和落伍者在內的一個線
性連續統（linear continuum）（Rogers, 1995: 263–266）。根據Zhu & He

（2002a）對中國城市居民互聯網採納與使用研究中的分類法，我們採用
了一種更為動態的操作化方式，將「採納」操作化為採納者、潛在採納
者、低度潛在採納者（less potential adopters）和非採納者。鑒於當前互
聯網在中國鄉村地區的採納率相對較低，我們沒有採用Zhu & He

（2002a）研究中的「前採納者」（discontinued adopters）概念。
許多理論皆有助於增進我們關於何種因素影響技術採納的理解。

創新擴散論（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Theory, DIT）認為，創新事物的創
新特徵、採納者個人特徵、傳播管道以及社會制度，對於創新事物的
擴散過程有着巨大的影響（Rogers, 1995）。技術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 作為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在資訊系統領域的延伸， 指出感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和感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決定個人對於資訊技術
的採納意向及其採納後的實際使用行為（Davis, 1989）。數十年來，這
兩個理論受到廣泛認可，被用於作為探索和解釋技術採納和使用的強
有力的理論工具（如：Horton et al., 2001; Zhu & He, 2002a; Chismar & 

Wiley-Patton, 2002；金兼斌，2002；Kripanont, 2007）。
然而，不論是創新擴散論抑或技術接受模型，皆忽略了「知識」在

採納過程中的作用。DIT 與 TAM就採納過程中的主觀面向（subjective 

aspects）給予太多關注，即個人對於創新事物的感知，如感知創新特
徵、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自我效能感。同時，卻在相當程度上
忽略了客觀面向（objective aspects），如知識、經驗、技能、資源、情
景，等。既有文獻顯示，這些客觀因素影響着個人對創新的採用。比
如Triandis（1980）研究發現，一些「促成條件」（facilitating conditions）
加速了個人的創新採納行為。Lin（1998）也發現，由個人所擁有的「資
源」（resources）可預測其電腦採納。CNNIC（2007, 2008）調查顯示，鄉
村居民缺乏互聯網知識，是制約其上網的第二大因素。更進一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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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研究表明，主觀因素在人們新技術採納和使用過程中的解釋力相對
有限，尤其是當處於鄉村社會人們的新技術採納情景中，在個人社會
經濟地位有限情形下，客觀因素相對於主觀因素有更好的解釋力（Wei 

& Zhang, 2008a）。循此思路，我們將「知識」這一客觀因素視為本研究
理論框架中的核心概念。

儘管將客觀因素（即知識）置於最為重要的地位，但我們仍然考慮
到主觀因素（即態度）對互聯網採納的可能影響。不過，鑒於本研究的
特殊情景，我們並不調查鄉村居民對於互聯網的具體態度，而是聚焦
於人們的「總體態度」（general attitude）。

IV. 傳播行為

本研究關注的最後一個問題是：鄉村居民的傳播行為是如何影響
其關於互聯網的知識和其對於互聯網的態度？大眾媒介使用和人際交
流是人們最主要的兩種傳播方式。在人們新事物採納行為發生過程
中，這兩種交流方式對其知識獲取和態度形成有着不同影響。Rogers

（1995: 18）認為，「大眾傳媒常常是告知受眾創新事物存在的最快和最
有效的管道，即建立『知曉性知識』（aware-knowledge）」；另一方面，
Rogers寫道：「人際管道在說服個人接受新觀念過程中更為有效，尤其
是在當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教育及其他重要的人口統計學方面較為
相似的人際網路中，這種作用更為突出」。金兼斌（2000）對此亦有類似
論述。

大眾媒體使用

根據創新擴散論，大眾傳媒使用在使得人們知曉新技術、新產品
這一點上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擴散早期（Rogers, 1995）。整體上
言，早期採納者比晚期採納者使用的媒介更為多元且使用頻率更高。
這是因為大眾媒體在幫助受眾知曉創新技術和形成及改變受眾對創新
技術的主觀認知過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許多實證研究皆表明，人們的創新事物採納往往與其大眾媒體 

使用水準顯著相關（Jeffres & Atkin, 1996; Leung, 1998; Leung &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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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Li, 2003; Lin, 1998; Rhee & Kim, 2004）。由此，我們假設由鄉村
居民的大眾傳媒使用可正向預測其關於互聯網的知識，而由後者可預
測其互聯網的採納情形：

假設4：由鄉村居民的大眾媒體使用可預測其互聯網知識。

人際交往

根據Rogers（1995）的觀點，任何創新事物在特定社會系統中的流
傳，是一個包括認知、說服、決策、使用和確認的動態過程。大眾媒
體和人際傳播在不同的階段所發揮的功能不同。在認知階段，大眾媒
體扮演着核心角色；而在說服和決策階段，人際交往則是最重要的傳
播管道。在創新事物的擴散過程中，人們需要諸多資訊，不論是實際
資訊抑或是他人的評價資訊，來降低採納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個人對
創新採納不確定性的消除，則有賴於其所處的傳播系統中對採納者而
言比較重要的人的看法通過人際管道加以傳達和提供（Rogers, 1995；
金兼斌， 2000）。

在新媒介技術採納過程中，「社會網路」（social network）的影響又
被Rogers （1995）稱為「感知社會規範」（perceived social norms，PSN）。
許多學者曾採用「社會氣候」（social atmosphere）、「社會壓力」（social 

pressure）、「樂隊–花車效果」（bandwagon effects）等檢驗PSN在擴散過
程中的作用（Zhu & He, 2002a）。祝建華與何舟認為，人們對於新媒介
技術的採納，可能並非出於實際需要、而是受到社會壓力的影響所致

（Zhu & He, 2002a）。各種社會規範或社會壓力，往往通過個人的人際
管道而加以傳播，從而影響個人的採納行為（金兼斌，2000；Rogers, 

1995）。換言之，來自社會網路的影響力是通過人際交往而實現的。故
邏輯上言，人際交往理應對個人關於互聯網的態度有影響。既有研究
發現，中國鄉村居民的人際交往較為密切（孫五三，1994；張明新、韋
路，2005），那麼他們對於互聯網的態度，可能受到其人際交往的影
響。由此我們提出假設5：

假設5：由鄉村居民的人際交往可預測其對互聯網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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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變項，包括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及收入等亦是新科技採納
過程中的有效預測變數（Rogers, 1995）。這些變數的效果已被此前諸多
研究證實，我們不再予以檢驗。為使本研究的模型更為簡潔，我們僅
將上述各關鍵概念納入其中。

研究方法

I. 抽樣及樣本

本研究選擇湖北省鄉村地區作為調查實施地點。這一選擇是出於
以下考慮：其一，不論是以人口因素還是以經濟因素來考量，湖北省是
中國大陸中部最有代表性的省份（Huang & Yang, 2006; 湖北社科聯，
2005）；而中部地區，不論是以GDP總值還是人均GDP為標準，皆介於
西部和東部之間（Zhong et al., 2005）。緣此，以湖北省為調查地點，最
能代表整個中國大陸的現實情形。其二，有關湖北省鄉村地區的各項
指標，在各方面皆能較好代表整個中國鄉村地區，比如農村居民的家庭
收入、人均消費、農業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農業產品在GDP中所
占比率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2001）。
故以湖北農村作為調查區域，最能反映中國大陸鄉村的平均水準。

以地理區域均衡（geographical equilibrium）為基本原則，我們在湖
北省的東部、中部和西部選擇了10個縣市的鄉村地區作為田野調查實
施的地點，這10個縣市是姊歸、房縣、枝江、松滋、潛江、天門、仙
桃、大悟、羅田和江夏。

本研究所採用的抽樣方法為便利抽樣（convenience sampling）。研
究者在湖北省一所省立大學（該所大學中約有80%的學生來自湖北省）
一個選修大眾傳播導論課程的班級中選擇30名學生，經培訓後於2006

年2月實施調查。研究者僅挑選那些其家庭居住於上述10縣市鄉村地
區的學生。每位學生被要求於2006年初寒假期間將20份問卷帶回家，
就近調查其家庭附近的住戶20個家庭中的「家長」，完成整個調查過
程。共發放600份問卷（每一縣市為60份），回收521份，其中有效問
卷為480份，完成率為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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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中男性為53.1%，女性46.5%，其餘0.4%不詳。54.4%的受
訪者所受的正規教育年限低於9年（高中及以下），46.5%家庭年收入低
於1萬元人民幣。至於婚姻狀態，70.2%已婚，考慮到在一個家庭中，
通常起着決策作用的家庭成員即「家長」，往往年齡較大或者已婚，故
這一情形是合理的。至於受訪者的職業，29.2%為農民，19.4%工人，
15.0%學生，13.8%商人，7.7%是醫生、教師或公務員（其餘15.0%不
詳）。就性別、家庭年收入等人口統計學指標與2003年湖北省人口統計
年鑒相對照（湖北省統計局，2003），抽樣結果較令人滿意。

II. 變數測量

互聯網採納。考慮到電腦是上網的必需設備，我們採用兩個問題
衡量受訪者的互聯網採納，這兩個問題從Zhu & He（2002a）的研究中
發展而來。其一是詢問其電腦採納現狀：「請問當前你家裏是否擁有電
腦？」。如受訪者回答其家中已有電腦，被編碼為3，代表其為電腦的
採納家庭；回答在今後6個月內將購買電腦的受訪者，本研究認為其是
電腦的潛在採納家庭，被編碼為2；而那些在今後6個月內不可能購買
電腦的受訪者，本文認為是電腦的非採納家庭，被編碼為1。

第二個問題「請問當前你家裏的電腦是否已聯網？」詢問受訪者對
互聯網的採納現狀。如受訪者當前家裏已聯網，本文將其視為互聯網
採納家庭；如受訪者認為自己將在6個月內將家裏的電腦聯網或買了電
腦後並將其聯網，我們將其視為互聯網的潛在採納家庭。至於那些在6

個月內會擁有電腦，但沒有可能上網的受訪者，將其視為互聯網的「低
度潛在（less potential）採納家庭」。今後6個月之內家裏不可能購買或擁
有電腦的受訪者，本文認為是互聯網的非採納家庭。上述4個組別分別
用4、3、2、1來表示，數字越大表明採納互聯網的可能性越大。資料
分析表明，這兩個題項之間高度顯著相關（r = .95, p< .001）。
對於互聯網的態度。前已述及，本研究的焦點是探討鄉村居民對

於互聯網的總體態度，故我們採用下述兩個題項（r = .74, p< .001）來衡
量受訪者對互聯網的總體態度。這兩個題項為：「總的來說，家裏擁有
電腦（能上網）是一件不錯的事情」，受訪者被要求在5級李克特量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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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自己的同意程度，其中5代表完全同意，1代表完全不同意，數字
越大表明同意的程度越高。
互聯網知識。鑒於中國大陸鄉村社會家庭的互聯網接入水準迄今

仍極為有限（Zhang, 2006），且鄉村居民有關互聯網的知識可能較少
（CNNIC, 2007），3

 本研究僅詢問受訪者對互聯網的總體了解程度，而
非要求受訪者回答具體的互聯網使用方法和技巧；這與此前與此後的
相關研究相比（Giese, 2003；Wei & Zhang，2008b；等），略顯簡單，
然而考慮到本研究受訪者的文化水準相對較低，以及本研究的相對探
索性質，此種方法亦實屬不得已而為之。受訪者被要求在5級李克特量
表上表明自己對電腦和互聯網的了解程度（「總的來說，您對電腦 互聯
網的了解程度如何？」），其中1代表了解非常少，5代表非常多，數字
越大表明了解的程度越高。這兩個知識題項之間表明為強相關（r = .88, 

p< .001）。
大眾媒介使用。電視、報紙和廣播是中國鄉村居民使用較多的三

種大眾傳媒。借鑒此前的研究（Wei & Zhang, 2008a），我們詢問受訪者
每週在上述三種媒介上所花費的小時數，以衡量其大眾傳媒使用程
度。為提高「大眾媒介使用」這一構念的內在一致性，「電視收看」這一
專案在下述的因數分析過程中被剔除，餘下的兩個專案，其相關性為 

r = .39, p< .001。
人際交流。以此前的相關研究為基礎（Wei & Zhang, 2008a），本研

究要求受訪者分別就自己和：（1）家人，（2）親戚、朋友和熟人，（3）所
在社區裏的人們，（4）社會上其他人相互交往的程度予以評估，亦採用
5級李克特量表測量（a = .52），由1至5分別代表「幾乎沒有甚麼交流
和溝通」、「很少有交流和溝通」、「有一些」、「交流和溝通比較多」、「有
很多交流和溝通」。

III. 資料分析方法

本文採用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來檢
驗各假設。與傳統的回歸分析相比較，結構方程模型有着如下兩個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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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1）它將模型中所有觀測變數（不論是引數還是因變數）的測量誤差
考慮在內；（2）它有助於研究者探索模型中各變數之間的直接和間接影
響，研究者由此得以充分揭示所感興趣的變數之間的關係（Raykov & 

Marcoulides, 2000）。鑒於本研究的模型中，許多變數之間同時存在直
接和間接的影響，故相對於傳統的回歸分析，採用結構方程模型是更
佳選擇。

採用EQS 6.1（Bentler, 2005）來分析資料，同時採用Anderson & 

Gerbing （1988）所推薦的兩階段法。首先，我們通過驗證性因數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發展出一個測量模型，用於評估各
特定指標對同一概念測量的效果。然後建立結構方程模型，用以同步
檢驗上述各研究假設所提出的因果關係。這一結構方程模型有助於我
們評判經驗資料是否為各研究假設提供了可被接受的證據。 

研究發現

I. 描述統計

在480個受訪家庭中，採納了電腦和互聯網的家庭分別為9.6%和
6.0%。8.8%的受訪者表示將在今後6個月內購買電腦，故電腦的非採
納家庭為81.6%。對於互聯網，3.8%的受訪者認為自己的家庭將在半
年內會聯網，他們即互聯網的「潛在採納家庭」；還有8.6％受訪者在半
年內自己家裏將擁有電腦，但不會聯網，他們是「低度潛在採納家
庭」，如將其視為非採納者，則絕大多數鄉村家庭為電腦和互聯網的非
採納家庭（81.6%和90.2%）。這表明互聯網在中國大陸鄉村家庭的擴散
尚處於初步階段，要達到其擴散臨界點尚需時日。值得注意的是，不
論是電腦還是互聯網，其擴散主要集中於商業從業者及醫生、教師、
公務員等家庭，極少有從事原本意義上農業生產的農民家庭採用電腦 
互聯網。

表1顯示了所有觀測變數的均值、標準差和相關係數。由該表可
知，中國大陸鄉村居民有關電腦（M = 2.44）和互聯網（M = 2.32）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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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很少。在5級李克特量表上，均值低於3意味着受訪者關於新媒介的
知識較少。然而，受訪者對於電腦（M = 3.93）和互聯網（M = 3.98）的
態度卻較為正面。

至於傳播行為，受訪者回答表明其與家人（M = 4.26）和朋友（M = 

3.78）的交流比與其鄰居（M = 2.81）和社會中其他人（M = 2.78）交流更
多。關於大眾傳媒使用，受訪者花在電視上（M = 18.42）的時間要多於
報紙（M = 3.32）和廣播（M = 3.02），如此之大的標準差（請參見表1）表
明，受訪者使用媒介的方式差異極大。

表1相關矩陣表明，中國鄉村家庭的電腦和互聯網採納與其個人關
於這種新媒介的知識和對新媒介的態度顯著相關。知識與態度也顯著
相關。此外，人們有關電腦和互聯網的知識，與其報紙閱讀量和廣播
收聽量顯著相關；同時，受訪者對於電腦的態度，也與他們與社會上
人們的交往顯著關聯。這些發現為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設提供了一定
的經驗證據，至於各變數間關係的方向，還有待於下文的分析予以回
答。

II. 測量模型評估

測量模型用於評估測量的內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收斂
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和區分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為了評估
理論模型中各構念的擬合度和收斂效度，我們建立了一個驗證性測量
模型。在該模型中，允許任何構念（construct）與其他構念自由關聯，
但並不指定任何因果關係。根據表2中的推薦指標可知，該模型的擬合
度是極好的。

當不同的項目被用於測量同一構念之時，即出現收斂效度的問
題。可以通過檢驗因數載荷來評估收斂效度。表3顯示了描述統計的資
料和因數載荷值。根據以被普遍接受的0.50為門檻值的標準（Kline, 

1998），3個項目被剔除（電視收看、與所在社區裏人們的交往和與社會
上其他人的交往）。對於餘下的各項目，我們認為對於測量相應的構念
擁有足夠的收斂效度。

在剔除掉載荷值較低的項目後，每個構念皆以兩個指標來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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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測量模型擬合優度檢驗
擬合度指標 統計結果 推薦標準*

c2 c2
 (25) = 30.167 (p = .22) 較小 c2

 (p > .05)

c2
 / df 1.21 < 3.0

GFI .99 > .9

AGFI .97 > .8

NFI .99 > .9

NNFI .99 > .9

CFI .99 > .9

SRMR .02 < .08

RMSEA .02 < .08

注：GFI: Goodness of Fit Index（擬合優度指標）; AGFI: 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調整
後的擬合優度指標）; NFI: Normed Fit Index（正規化擬合指標）; NNFI: Non-Normed Fit Index

（非正規化擬合指標）; CFI: Comparative Fit Index（相對擬合指標）; SRMR: Standardized Root 

Mean-Square Residual（標準化殘差均方根）; RMSEA: Root Mean-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近似誤差均方根）。
* 請參見 Bagozzi & Yi, 1988; Hair et al., 2000; Raykov & Marcoulides, 2000.

表3：各測量變數的均值、標準差、因數載荷與相關係數
構念與指標 均值 標準差 因數載荷 相關係數
採納 0.95***

 電腦採納 1.28 0.63 0.99

 互聯網採納 1.34 0.82 0.95

知識 0.88***

 電腦知識 2.44 1.14 0.97

 互聯網知識 2.32 1.08 0.91

態度 0.74***

 對電腦的態度 3.93 0.92 0.85

 對互聯網的態度 3.98 0.97 0.87

大眾媒介使用 0.39***

 報紙閱讀 3.32 4.22 0.86

 廣播收聽 3.02 4.96 0.50

 電視收看 18.42 13.02 0.16 (deleted)

人際交往 0.51***

 家人 4.26 0.90 0.69

 親戚、朋友和熟人 3.78 0.80 0.74

 所在社區裏的人們 2.81 1.01 0.26 (deleted)

 社會上其他人 2.78 1.01 0.17 (deleted)

注：N=480；***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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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構念的兩個測量指標的相關係數顯示，其內在一致性都在可接受
的範圍之內。區分效度可通過檢驗一個理論構念與其他相關理論構念
之間的相關關係來判斷（Cronbach & Meehl, 1955）。根據Kline（1998）
的建議，當兩個構念間的相關性不是很強（r > 0.85）或不是很弱（r < 

0.10）時，區分效度較好。本研究中如知識、態度和採納這幾個關鍵構
念間的相關係數，皆在可被接受的範圍內。

至於眾多變數間的多元共線性問題（multivariate multicollinearity），
通過對所有相關構念方差膨脹因數（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值
的考察來檢驗。分析發現所有數值都為1.0左右，遠遠低於4.0這一閥
值，這表明在本研究中不存在多元共線性問題。

III. 結構方程模型

圖1表達的是結構方程模型的結果。對該模型的評估，主要是採用
下列標準：（1）一系列擬合優度指標；（2）因變數的多重相關係數平方
R

2；和（3）每一個引數的總效果（total effect），也即其對因變數直接效
果和間接效果的加總。

首先，如表4所示，所有指標都完全符合擬合優度要求，這表明該
模型整體上的擬合效果極好。其次，該模型中最終的因變數，即「採
納」的解釋總方差達21％。同時，也對「知識」和「態度」這兩個變數的
解釋方差均達到9％，這表明就本研究所關注的各關鍵構念，其解釋方
差都達到一個顯著的解釋量。其三，知識變數對於採納這一因變數的
影響總效果達 .42（p< .05），且大眾媒介使用對採納的總效果達 .12（p< 

.05），態度對採納的總效果達 .09（p< .05）；不過，人際交流對人們對
互聯網的態度並沒有顯著的影響。

根據圖1中的路徑係數，除人際交往與對互聯網的態度間的關係之
外（p> .05），結構方程模型中其他所有的因果關係皆是顯著的。值得注
意的是，互聯網知識對態度的影響總效果達到 .30（p< .05）；同時，大
眾媒介使用對互聯網知識的總效果達 .29（p< .05）。故假設5被拒絕，
其他假設皆得到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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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模型擬合優度檢驗

擬合度指標 擬合結果 推薦擬合標準

c2 c2
 (5) = 6.535 (p = .26) 較小 c2

 (p > .05）

c2
 / df 1.31 < 3.0

GFI .99 > .9

AGFI .98 > .8

NFI .97 > .9

NNFI .98 > .9

CFI .99 > .9

SRMR .03 < .08

RMSEA .03 < .08

圖1：理論模型的檢驗結果

注：實線箭頭表示顯著的影響；百分比值為方差總解釋量R
2。* p < .05。

媒介使用

人際交往

知識9%

態度9%

採納21%

0.29*

0.07

0.30*

0.42*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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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的焦點在於，由人們（本研究中即「家長」）的互聯網知識是
否能預測其家庭的互聯網採納，以及這種關係是否由個人對於互聯網
的態度這一變數而「仲介」（mediated）的。我們特別感興趣的是，在數
字鴻溝問題最為嚴峻的鄉村社會來檢驗上述變數間的關係。在鄉村地
區，個人的教育水準是很低的，且家長對於整個家庭擁有較高的掌控
權。通過對湖北這一典型的中國中部省份鄉村地區10縣市鄉村地域
480受訪者的實地問卷調查，本文的經驗資料證實了知識在新媒介技術
採納過程中的關鍵性作用。

資料分析表明，在中國大陸鄉村社會，不論是電腦（9.6%）還是互
聯網（6.0%）在家庭層面的擴散，皆處於較為初級的階段。儘管部分受
訪者表示，他們將在未來6個月內有採納電腦（8.8%）和互聯網（3.8%）
的意向，但根據我們對「採納」的定義方法，絕大多數仍然是這兩種新
媒介的非採納家庭。

在中國大陸鄉村地區，互聯網的低採納率是人們關於互聯網的知
識過少這一因素的直接後果。這也與中國互聯網路資訊中心（CNNIC, 

2007, 2008）近期報告的結論相一致。CNNIC調研發現，個人缺乏互聯
網的相關知識是制約鄉村居民採納互聯網的第二大因素。有趣的是，
儘管受訪者有關互聯網的知識很少，但他們對於互聯網的總體態度卻
較為正面。這表明，中國鄉村居民可能是基於其極為有限的知識，而
對互聯網懷有正面的態度；然而，這種基於極低水準知識的正面態
度，相對於個人所擁有的互聯網知識而言，難以有效預測個人的互聯
網採納行為。這印證了我們的預期，即對於那些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
人群，諸如「知識」一類的客觀因素相對於諸如「態度」一類的主觀因素
而言，在人們的新技術採納過程中扮演着更重要角色。與城市居民相
比，鄉村居民的經濟收入和生活水準較低，他們對於新媒介技術的採
納，更多受到其認知水準和社會經濟因素 4

 而較少受到其對於新媒介技
術的態度的影響。換言之，如果鄉村居民只是相信互聯網是好的，而
不知道它究竟有何用處，他們很難去採用它。這與此前研究者（Wei & 

Zhang, 2008a）關於鄉村居民移動電話採納和使用研究的發現一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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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鄉村地區人們對於互聯網的負面態度及相關

評價，本研究中並未揭示出來，而當前已有文獻對此有相關論述（如強

月新、張明新，2008）；本文研究者，亦將在後續研究中對其予以特別

關注。

本研究的另一發現是證實了大眾媒介使用，尤其是鄉村居民的報

紙閱讀和廣播收聽對其互聯網知識的顯著影響。這與Rogers（1995）的

論斷，即「大眾媒介在人們獲取有關技術的知識過程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是一致的。這也與諸多研究所表明的，報紙在整體上作為人們獲取

知識的重要來源的結論是一致的（如Chaffee & Frank, 1996; Chaffee et 

al., 1994; Eveland & Scheufele, 2000; Tichenor et al., 1970）。不過，本研

究並未發現人際交流與態度間的因果關係。可能原因是，中國大陸的

鄉村居民，由於其關於互聯網的知識過少，故他們較少談論起這一新

媒介。正因為他們對於互聯網所知甚少且交談甚少，故他們將對此並

不會有多少態度的交流。然而，也可能是由於本研究的資料獲取過於

粗略，使得人們對於互聯網的具體態度，尤其是負面態度無法得以表

達，因而將人際交流與態度間的關係予以輕率否定掉；是否的確如

此，有待後續研究予以細緻探索。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首先，對於關鍵變數的測量有待改進。比

如有關互聯網的知識，僅僅採納兩個題項來測量，且這兩個題項僅涉

及人們對於電腦和互聯網的整體了解。儘管本研究刻意將焦點放在鄉

村居民有關互聯網的整體知識而不是使用互聯網的特定技能上，然而

增加若干「陳述性知識」（declarative knowledge）（Best, 1989; Page & 

Uncles, 2004）題項有助於改善我們對知識變數的測量。所謂「陳述性知

識」指的是人們對與互聯網有關的特定術語的知曉程度，如「我知道何

謂網路流覽器」。人們對互聯網所擁有的這些「陳述性知識」，對於其形

成有關這種新媒介的整體知識起着關鍵作用。此外，本研究採用受訪

者自我報告的方法來測量互聯網知識，測量結果容易受到測量誤差和

個人偏見的影響。今後的同類研究，可採用客觀方法來測量人們有關

互聯網的「實際知識」（actual knowledge）。其次，本研究採用便利抽樣

方法選取受訪者，這影響到研究結論的可概化性。儘管如此，如此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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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對於模型建構已足夠，但為將研究結論推及到整個中國大陸鄉村社

會，採用隨機抽樣仍是必需的。

儘管存在着上述局限，作為一個在上述有限條件下實施的探索性

研究，整體上本研究仍有着明顯貢獻。其一，本研究證實了知識作為

一個相對獨立的變數，在互聯網採納過程的關鍵性作用。極低水準的

知識可能直接導致了互聯網的低採納率。由此，倘若政府意欲推動互

聯網的加速擴散、縮減數位鴻溝，那麼增進鄉村居民的互聯網知識，

如舉辦公益性質的互聯網培訓專案等，將是關鍵性的有益舉措。

其二，由態度可預測鄉村社會居民的家庭互聯網採納，但相對知

識而言，其影響力要弱許多。儘管態度受到知識的正面影響，前者卻

並不能比後者更有效地影響到人們的家庭互聯網採納。這就是為何那

些儘管對互聯網懷有正面態度、但卻擁有極少知識的受訪者，其家庭

並不採用互聯網的原因。然而，這並不是說，態度是無關緊要的。當

人們關於互聯網的知識愈來愈多，其對於互聯網的態度可能將更為正

面，那麼在一定程度上便可由態度而更佳預測其互聯網採納。

其三，本研究進一步證實了大眾媒介使用對人們互聯網知識獲取

的影響。儘管廣播收聽和報紙閱讀皆有助於增進人們的互聯網知識，

但報紙卻是作用更大的媒介。不過，本文的資料分析顯示，鄉村居民

在電視收看上比其閱讀報紙和收聽廣播花費更多時間。這意味着，為

增進人們有關互聯網的知識，更多使用大眾媒介，尤其是更多閱讀報

紙，是可行有效的措施。

科學知識的積累以一系列小的步伐為代價，本研究中的不足與教

訓，正為後來者提供了若干有益借鑒；強調Lessons Learned，其實亦

是發展傳播學的一大傳統。在此種意義上，本研究作為一種探索的思

路，為後來者提供了研究起始點。今後的研究，可對更具體的互聯網

知識和態度進行考察，以將本研究的模型進一步推進。其他相關變數

如 陳 述 性 知 識（declarative knowledge）、程 式 性 知 識（procedural 

knowledge）、網路自我效能感、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及感知樂

趣等，也可被整合進研究模型，通過對「知識」和「態度」的細分方式以

獲得對鄉村居民互聯網採用過程的更深入細緻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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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在中國大陸，「鄉村」或「農村」與「城市」的劃分標準一般有三個：其一是
人口的聚居數量，以2000人為界；其二是職業，即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
口之比例，以50％為界；其三是行政管理標準，縣（市）人民政府所在
地，不論人口多少皆是當然的城市或城鎮（韓明謨，2001：77）。本研究
採用第三個標準，即行政管理標準，因其簡便易行且為眾多學者所採用。
因此，所謂鄉村是指由鄉（及鎮）與村兩種社區構成的社會生活範圍（蕭唐
鏢，2003）。

2. 隨着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尤其近些年來，中國農村地區人口表現
為明顯的社會分層。從事農林牧副漁業的、原本意義上的狹義的「農民」
已逐漸減少（在較為發達的東部農村甚至已不足1/4），取而代之的是商業
從業者、工業和手工業者及外出務工者等階層的擴大（孫立平，2004；盧
福營、劉成斌，2005；等）。故本研究中的「農村居民」，並不指狹義的「農
民」，而指常年居住在農村地區的居民。

3. 中國互聯網路資訊中心（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CNNIC）於2007年9月發佈的《2007年中國農村互聯網調查報告》中提及：
沒有相應設備和不會上網是阻礙農村居民上網的兩大理由，其中28.3％的
受訪者認為，由於「不懂電腦／網路」，因而沒有辦法上網。此外，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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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對此有更多論述。本文中幾處所述及的「鄉村居民的有關互聯網的知
識可能較少」，是研究者據此而得來的推測。

4. 根據中國人民共和國統計局（2007）最新公報，2006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
入為3587元人民幣；但電腦售價和上網資費卻在降低，購置一台普通電
腦並聯網的總費用，一般已不超過4000元人民幣。根據我們的觀察，相
對於認知水準和個人需求，經濟狀況在個人採納互聯網過程中的相對重要
性，已不是很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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